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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的史学研究中，“走向民间、走向田野”的研究方法引人注目。但

也有学人认为这是“进村找庙”，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笔

者倒是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提倡田野工作，不仅在于它能推动社会史、区域史的

研究，而且还在于它拥有历史文献学的意义，因而，对这种“走向民间、走向田

野”的研究方法的负面影响不必夸大其辞。  

从古到今，历史学最擅长于“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诠释。民国时期，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际，傅斯年提出“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即着眼于此：

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换句话说，历史的研究能直接研究材料，则

会有很大的进步。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其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以前都是利

用文献，如果能扩大更多的材料，那学问就有前途了。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

其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也就是研究的工具能够采纳的学科的话，这门学问可以

有更大的发展。  

史学发展到今天，通过田野工作，寻访乡老，历史文献的范围已被大大拓宽。

碑刻、日记、书信、契约、科仪书、族谱、账本、民谣儿歌、戏曲唱本、民间传

说、签诗、宗教榜文、日用杂书等已成为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历史文献；雕塑、

画像、庙宇、祠堂、纪念碑、坟墓、日常生活与生产用具等物质实体也慢慢成为

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戏曲表演、宗教仪式以及各种日常礼仪、年节

庆典等也被纳入到历史文献的范围。借助于这些历史文献，历史学家最大可能地

下移研究视线，从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走出，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传统

的、简单化的政治史、王朝史走出，转移到大众心态、地方风俗、民间宗教、村

落文化等，这无疑是历史学的进步。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田野工作对于历史文献学的意义远不止于拓宽历史文献

的范围。作为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它脱胎于人类学，已成为一种学术

视野，即在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侧重于文化全貌性的考察。历史文献是一种历史

遗存，历史学家的工作，很大部分时间花在处理不同历史文献的关联上。援引田

野工作到史学研究，有利于历史学家把握历史文献的整体性、系统性。田野工作

以考察社区为核心，在田野中，历史学家的社会整体观往往会变得很强，既需关



注社区内部在空间上的共时结构，又要追问社区的历时变迁，同时还要观察社区

内与社区外的关系，由此搜集到的各类历史文献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机

的整体，这样能较好地保持文献的系统性。同时田野即历史现场，置身其中阅读

文献，还能最快地感知各种文献互相依存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体验历史整体，从

而更为综合地、具体地去理解“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社会”、

“王朝制度”与“村野民俗”、“地方性知识”与“跨区域流动”等在同一时空

中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通过田野工作，使历史文献获得“再生”。20 世纪下

半叶，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之下，文献被质疑，史学典籍被解构，文献并不完全可

靠几乎成为定论，即使如日记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也不例外。如果文献被打了问

号，历史的真实还能存在吗？因而后现代思潮对文献所提的问题，迫使人们重新

思考历史文献的生产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意义。应该说，历史文献是一种社

会现象，它的形成从来无法逃避社会的影响。文献记录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价值观念、阶级倾向、社会经验、角色身份都会被带到文献中去。也正因为文献

的生产过程与社会发展脉络相联系，它在文本之外就传达了作者不曾表达或可能

不想表达的意义。如何发现历史文献背后的意义呢？首先要了解文献，所谓“了

解”，这是一种根植于历史文化脉络和字里行间的精细阅读。相比于书斋工作，

田野工作将文献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更能直接思考：文献的社会基础来自于哪

里？文献为什么被生产，它有怎样的价值、功能？文献活动与社会活动是怎样相

互影响的？文献有怎样的传播过程和传承经历？其组织形式和社会控制途径如

何？借助这些问题，研究者可较快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它

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结构。同时，在田野考察过程中，文献所涉及的制度、人名、

地名、社会关系、传承系统在时间与空间中被准确地定位，变得鲜活，富有生命。

另外，即使某些历史文献是不真实的，甚至是伪造的，那么在田野中利用文字资

料、口述历史、历史遗迹，通过辨别细节，互相印证，得以揭示作伪的社会理由

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机制，在“不真实”中找到“真实”，从而就使历史文献

获得更深层次意义的“再生”！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引用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狄金

森的话，总结当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和学科特点：“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



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所谓

的“重大革命”，就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有了与传统

史学完全不同的认识。因此，笔者认为，“田野工作”作为历史研究新方法，不

能加以狭义的理解，应该结合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在方法论意义上加以进一步分

析。我们有理由相信，“田野工作”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如果能被学界更为深

入地讨论，将能更好地推动历史学的发展。 （张侃 厦门大学历史學系） 

 


